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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行医的医生们

医生生涯的转折点
2011 年大年夜，是张瑞平

（化名）医生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那是他在医院工作的第三

年。他是上海一家二级甲等医院
的心内科医生，在呼吸内科轮转
时，他碰到了一位呼吸衰竭的患
者。

尽管已经过去了9年，但是张
瑞平依然清楚的记得当晚发生的
事情。患者的情况突然恶化，张
瑞平作为值班医生，建议进行气
管插管，因为是有创操作，患者
家属不同意。反复沟通后，仍然
没能说服家属。当晚，患者救治
无效身亡。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诊疗的
细节已经模糊。但是张瑞平记
得，患者的病史确实存在漏洞，
因为是大年夜，上级医生反应也
不够快，副高级和正高级的医生
都不在。当时病区没有氧气面
罩，需要到其他病区去取，也耽
误了救治的时间。

这些都成为了患者索要赔偿
的“把柄”。患者家属的远亲在区
卫生局工作，张瑞平认为，这让
他们熟悉医院处理类似纠纷的套
路，“那就是宁愿息事宁人，也不
愿意反复扯皮。”

最后，没有正式的投诉和起
诉，医院提出免除四五千元的治
疗费用，患者写了谅解书。

虽然科室被罚钱，平摊到每
个医护身上也就几百块，但这次
医疗纠纷让张瑞平意识到，如果

发生纠纷，医院并不会保护医生。
张瑞平还记得辞职前一年，

一位心衰患者在医院跳楼自杀，
尸体落在二楼一个平台上。当时
是他从二楼的窗户爬出去，把尸
体搬了进来。虽然医院在救治过
程中并无过错，但是家属依然不
依不饶，要求赔偿，事情闹了很
长时间。

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张瑞平感
到，“在医院 3年时间，虽然绝大
多数患者和家属是好相处的，但
是只要你 1000 个里面碰到了一
个，就够你受的了。”紧张的医患
关系让他的压抑感一点点积累，
大年三十的这场纠纷发生后，张
瑞平动了强烈的辞职念头。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那年，
张瑞平本应晋升主治医生。当
时，他的工资已经达到了一万元
左右，又正处于职业生涯的上升
期，本没有任何理由辞职。但是
纠结了近半年时间，第二年夏
天，顶着家人反对的压力，他下
定决心，提交了辞职申请。

医院对类似纠纷的处理态度
尤其让张瑞平失望。“在和患者打
交道时，我们是弱者。医务处的
处理逻辑是，在医生吃小亏的情
况下摆平纠纷。”医务处曾经劝张
瑞平，反正也就罚几百块钱，无
所谓。“但是在精神层面、情感层
面，我是很压抑的，甚至觉得屈
辱。”

“医生需要自我保护，多做检
查，用药趋向于保守，出于保护

性的目的，病史也写的很复杂，
实际上对于诊疗过程毫无用处。”
张瑞平直言，在医院里，医患关
系的紧张体现在方方面面，而这
些都让他感到很疲惫和失落。

他向“医学界”举了个例
子，一个病危的患者，如果家属
看起来像是会闹事的，医生会每
天和家属谈话，每次谈话都要留
有文字记录。“上午写一个已告知
家属病危，下午再写一个，一天
写两三次，实际上没什么用。但
是如果真的要打官司，至少病历
上能体现，医生已经充分告知了
病情的严重。”

当医生一两年后，张瑞平在
潜意识里会给患者分个类，哪些
看起来容易闹事，在诊疗过程
中，就会增加一些本不必要的自
我保护措施。

而这些，都背离了他当初从
医的初心。

麻醉医生弃医从法
麻醉科医生力涛 （化名） 同

样因为医疗纠纷辞职。而且，辞
职后，他研习法律，拿到法律硕
士学位，直接转行到了医院的医
患关系办公室工作。

15年前，力涛是河北一家二
级医院的麻醉医生，那是他做麻
醉医生的第9年。他仍然清楚的记
得，2005年 8月 20日上午，一名
10岁男孩因为扁桃腺手术被送进
手术室，开放液路时，由于男孩
较胖，护士扎了几次都没有成
功，“没什么穿刺经验的我尝试扎

了一次，成功了。当时我还有些
沾沾自喜，却不知这是男孩不幸
的开始。”

麻醉后不久，男孩对肌松剂
琥珀胆碱敏感，出现了异常心动
过速、高热惊厥、二氧化碳蓄积
等恶性高热症状。经全力抢救，
虽保住性命，却成为了“植物
人”。

这对男孩父母来说是个不能
接受的结果，他们向医院“讨要
说法”并最终上诉到法庭。

这件事摧毁了力涛专业上的
自信心。曾经，他在麻醉时自信
满满，意外发生后，他感到自己
是井底之蛙。“我想起自己在面对
恶性高热时，是多么的无力，我
感到整个人都垮掉了。”

力涛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随
后的几次手术麻醉也莫名其妙变
得磕磕绊绊，他只想逃避工作。男
孩父母来医院“讨说法”更让他感
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很同情这
家人，“一想起当时男孩父母揪心
的状态，我就不由暗骂自己的无
能。”他对“医学界”回忆。

在长达4年的诉讼中，力涛越
来越感到身心俱疲。更让他不能
接受的是，北京某司法鉴定机构
以没有常备恶性高热特效药“丹
曲洛林”为由鉴定医院存在过
错。力涛说，恶性高热发生率只
有 1万 5千分之一，“丹曲洛林”
又比较昂贵，所以并不要求医疗
机构常备，当时在中国大陆，仅
北京协和医院一家医院备有“丹
曲洛林”。

一审按照这个鉴定意见判医
院赔偿 82万元。二审发回重审，
虽然力涛和医院对鉴定和判决结
果非常不满，但因为同情患方的
不幸，男孩在 ICU仅医疗费就花
了 31万多，最终还是接受了补偿
45万的调解协议。

赔偿主要由医院承担，分担
到个人身上的很少，但是医疗过
错的鉴定结果，力涛始终耿耿于
怀。

医疗诉讼的第2年，力涛就动
了转行的念头，他当时想不明
白，为什么不管医生有没有错，
都要赔偿。“我也看到了一些不合
理的鉴定结果对医院、医生产生
的影响”，他说，这成了他最后下
定决心辞职，并且研习法律硕士
的初衷。

在医患之间，没有强者
2001年，张瑞平刚刚考上医

学院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自己
有一天会放弃医生这个“铁饭
碗”。那时候，关于暴力伤医、医
患纠纷的报道还很少。医生群体
的口碑不错，医生这个职业，和
法官、金融从业者一样，都是好
工作的代名词。

现在回头看，当年医学院毕
业的同班同学，有一半左右已经
转行，有的M起搏器，有的自己
开公司，也有的跳出医疗圈，M
保险或者M汽车去了。在张瑞平
看来，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
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毕业
的医学生，不会因为考不了证放
弃这个职业，“不做医生，大多都
是因为在医院里的发展不符合自
己的预期。”

2017年，“医学界”曾对医院
人才流失情况进行过分析。调研
显示：接近 75%的医生都有过辞
职的想法，在辞职的原因中，医
患关系紧张在工作强度、薪酬收
入之后，位居第三。此外，73%
的医生认为医患关系比以往“日
益恶化”、近 9成医生认为医疗体
系是医患冲突最大的责任方。

张瑞平现在在一家医疗数字
营销公司工作，对于当年辞职的
决定，他并不后悔。在他看来，
因为医疗体制畸形化的医患关
系，短期内不会改善。

力涛的执业时间比张瑞平更
久，从业 13年后，他在中年选择
了转行。2009年考上法律专业硕
士时，力涛已经35岁。

毕业后，力涛成为了一名专
门调解医患纠纷的法务人员，他
在河北邯郸一家医院的医患关系
办公室工作。2012年后，每年他
要处理三四十起大的医患纠纷，
二三十起小的纠纷。9年时间，他
处理的医患纠纷已经超过了500多
起。他认为，进入 2000年后，中
国的医患纠纷才开始愈演愈烈。

“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医生群
体在社会上处在一个弱势的舆论
地位。”他认为，因为医疗资源配
置的失衡，医生成为了患者“看
病难”“看病贵”的替罪羊。

一开始，因为从医的经历，
力涛在调节纠纷时，完全站在医
生和医院的立场上，现在，和很
多不幸的家庭打过交道后，他尽
量站在医患双方的立场上，找到
一个平衡点，“毕竟，在医患之
间，没有哪一个是强者，保护医
生，也同情患者。”他说。


